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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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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构建长沙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评价指标

体系，并运用熵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 2010—2022 年长沙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状况。

结果表明：长沙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的关系从“生态环境滞后于旅游经济”

转变为“旅游经济滞后于生态环境”；长沙市旅游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波

动较大，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略有波动；长沙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较高，

均在 0.9 以上，两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经历了“勉强协调（2010 年）→初级

协调（2011 年）→中级协调（2012 年）→初级协调（2013 年）→中级协调（2014—2016 年）→良好协

调（2017—2019 年）→初级协调（2020—2021 年）→中级协调（2022 年）”的演化轨迹。根据两大系

统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建议长沙市相关部门优化旅游产业结构、加强环境监测与保护、完善旅游生

态补偿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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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Tourism Econom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Changsha City

XU Mei, OU Fangdong, XU Jiajia

（School of National Parks and Tourism,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04,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econom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econom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Changsha 
by establishing an evaluation index and applying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coupled with a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to analyze their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from 2010 to 2022. Some key findings are reveal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of tourism econom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Changsha has shifted from “ecological environment lagging behind tourism economy” to “tourism economy 
lagging behi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index of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of tourism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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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hangsha showed an upward trend first and then a downward trend with large fluctuations, and the index of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howed an upward trend with slight fluctuation. The 
coupling degree between both systems remained relatively high, both above 0.9, though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two subsystems showed an upward and then downward trend, experiencing the evolution trajectory 
of being barely coordinated in 2010, primarily coordinated in 2011, intermediately coordinated in 2012, primarily 
coordinated in 2013, intermediately coordinated from 2014 to 2016, well coordinated from 2017 to 2019, primarily 
coordinated from 2020 to 2021, and intermediately coordinated in 2022. Based o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laws 
of the two major system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relevant departments in Changsha optimize the tourism industry 
structure, strengthe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protection, and improve the tourism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Keywords：tourism econom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upling coordination; Changsha city

旅游业具有环境友好、低投入高收益和产业带

动性强等优点，是发展地区经济、推动城市化进

程的重要手段；同时，旅游业具有资源消耗、环

境依托的产业属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业

发展迅猛；然而，旅游资源的无序开发、景区游

客和交通工具的大量涌入以及景区污染物的随意

排放等粗放式发展模式，对区域生态环境系统带

来了沉重的负担和压力。实现旅游经济效益与城

市生态效益之间的平衡，对于推动旅游经济与生

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关于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国

外研究始于 1920 年代，起初以宏观观测和描写为

主，主要关注旅游经济对具体生态环境因素如植

被、土壤和水体等的影响 [1-3]；随着生态环境问题

逐渐凸显，学者们开始关注旅游容量、旅游对环

境的破坏等问题 [4-5]；近年来，在旅游经济全球化

背景下，旅游活动与环境的关系研究进一步深入

和细化，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的作用机制、旅游

生态足迹、旅游环境承载力、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评估等问题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6-9]。国内研究

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部分学者对旅游与环境间

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10-12]；其后，旅游环境承载力、

生态环境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旅游业发展对

环境的影响、旅游生态足迹等问题逐步受到学界

重视 [13-17]；近年来，随着我国对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视，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引起

学界关注 [18-22]，相关研究成果日渐丰硕。概括而言，

国内外关于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研究

已经逐渐从定性研究转换为定量研究，但整体而

言，仍以单向影响研究为主，关于旅游与环境的

互动关系研究不多。同时，统一的评价指标体系

和方法体系也尚未建立，有待深入探讨。鉴于此，

本文以我国典型旅游城市长沙市为例，从双向影

响视角探讨其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关

系，以期为区域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及区域旅游经

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一、研究区概况

长沙市为湖南省的经济引擎和旅游业中心，

近年来旅游发展态势良好。2013 年，其旅游收入

首破千亿元，成为千亿元产业集群。2019 年历史

性迈过 2000 亿大关，达到 2028.9 亿元，接待旅游

者 16 832.6 万人次，旅游及相关产业的增加值达

636.77 亿元，占全省旅游业增加值的 25.91%，占

全省 GDP 的 5.5%。2019 年后，受新冠疫情影响，

其旅游业对全省经济贡献有所下降，2022 年旅游

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降至 655.41 亿元，GDP 占比

降至 4.69%，低于全省 5.35% 的平均水平。

与此同时，长沙市秉承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的理念，积极推进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近年来

污染防治取得显著成效，至 2022 年全市森林覆盖

率达 55.76%，城市园林绿化覆盖率达 9.55%，工

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 74.23%。长沙市环境

质量改善虽颇有成效，但面临的 PM2.5 浓度距国家

二级标准要求仍有差距、臭氧污染问题日益凸显、

重污染天气偶有发生、空气质量受大气扩散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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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大等问题仍较明显。随着长沙市世界旅游目

的地、国家旅游休闲城市建设目标的推进，其旅

游业发展步伐将进一步加速，如何协调旅游经济

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促进两者的耦合协调发展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设计

（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旅游与环境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本文以旅

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作为目标层，从两

个子系统的本质内涵出发，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

Ⅰ级指标。具体而言，对于旅游经济指标，依据

旅游产业的要素内涵，参考相关研究成果 [23-26]，

选取旅游经济基础、旅游经济效益、旅游经济规

模 3 个Ⅰ级指标；对于生态环境指标，借鉴 PSR（压

力-状态-响应）理论框架体系 [27]，从生态环境状态、

生态环境压力和生态环境响应三方面构建Ⅰ级指标。

在此基础上，基于指标体系建立的科学性、合理性、

系统性等原则，参考相关研究成果 [26, 28-29]，并结合

长沙市实际，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与有效性，构

建长沙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见

表 1）。

表 1 长沙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系统层 Ⅰ级指标 Ⅱ级指标 单位 指标性质

旅游经济

（K1）

旅游经济基础

（A1）

星级饭店客房总数（A11） 间 +

旅行社数（A12） 个 +

公共厕所数（A13） 个 +

旅客周转量（A14） 亿人公里 +

旅游经济规模

（A2）

国内旅游收入（A21） 亿元 +

旅游外汇收入（A22） 104 美元 +

境外人均旅游消费（A23） 美元 / 人 +

国内人均旅游消费（A24） 元 / 人 +

旅游总收入占第三产业收入比例（A25） % +

旅游总收入占 GDP 比例（A26） % +

旅游经济效益

（A3）

国内旅游人次（A31） 104 人次 +

入境旅游人次（A32） 人次 +

旅游人数增长率（A33） % +

旅游收入增长率（A34） % +

人均 GDP 增长率（A35） % +

生态环境

（K2）

生态环境状态

（B1）

城市园林绿地面积（B11） hm2 +

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B12） % +

森林覆盖率（B13） % +

空气质量优良率（B14） % +

生态环境压力

（B2）

工业废水排放总量（B21） 104 t -

工业废气排放总量（B22） 104 t -

工业粉尘排放总量（B23） 104 t -

环境噪声等效声级（B24） dB(A) -

生态环境响应

（B3）

一般工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率（B31） %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B32） 104 t +

城市污水处理率（B33） % +

单位 GDP 能耗下降（B34） % +

工业粉尘排除量（B35） 104 t +

节能环保财政支出（B36） 104 元 +

（二）研究方法

1. 指标权重

熵权法基于原始数据信息评估各指标间的相

互关系和信息量，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主观因素

带来的偏差，本文运用该方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鉴于指标间可能存在量纲或数量级的差异，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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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该方法之前，还需采用极差法对指标进行标准

化处理，以确保数据值域在 [0, 1] 之内。其计算公

式 [30-31] 如下： 

正向指标： ，             （1）

逆向指标： 。             （2）

式中：xij 为原始数据； 为原始数据标准化后的值；
i 为评估年份（i=1, 2, 3, …, m）；j 为评价指标（j=1, 
2, 3, …, n）；max(xij) 和 min(xij) 分别表示第 j 个指

标在所有年份原始数据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标准化后进行熵权法赋权，其计算步骤如下：

（1）计算第 i 年第 j 项的特征权重 pij

                            
。

                          （3）         

（2）计算第 j 项指标的熵值 ej

              。          （4）               

（3）计算差异性系数 gj

                                 gj=1-ej 。                         （5）
（4）计算权重 wj

                。            （6）          

2. 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数

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数采用线性加权法计算。

设 x1, x2, x3, …, xm 为描述旅游经济的 m 个标准化指

标，y1, y2, y3, …, yn 为描述生态环境的 n 个标准化

指标，则旅游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评价函数为

                             ，                          （7）                    

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评价函数为

                             。                         （8）

式中：K1、K2 分别为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的综合

发展水平评价指数；aj 和 bj 分别为旅游经济系统

和生态环境系统的各项指标权重，即上述熵权法

计算得到的 wj 值。同理，可计算得到Ⅰ级指标的

发展指数。

3. 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

借鉴物理学中容量耦合概念及容量耦合系数

模型，可得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度模型。

                             ，                 （9）

式中：C为旅游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度，

0 ≤ C ≤ 1，C 值越大，系统关联性越大。当 C=1 时，

两者的耦合关系最为密切；当 C=0 时，两者不存

在耦合关系 [24, 32-33]。相关研究表明，即便两个系

统的发展水平不高，它们的耦合度也可能较高，

这种情况下的高耦合度并不能真实反映系统间的

协同效果 [34]。因此，为更全面地评估旅游经济与

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状况，引入衡量系统耦合与

协调综合效益的耦合协调度 D 这一概念。

                           T=αK1+βK2，                      （10）

                            。                    （11）
式中：T 为长沙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综合协调

指数；D 为耦合协调度；α、β为待定系数，本文

设 α=β=0.5。
（三）耦合协调等级水平标准划分

本文借鉴廖重斌 [35] 的研究，将耦合协调度 D
值作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分类

体系和判定标准，并根据研究区域的具体情况划

分其耦合协调等级水平（见表 2）。

（四）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 2011—2023 年《湖南

统计年鉴》《长沙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

鉴》《中国城市建设年鉴》及国家统计局官方网

站（http://www.stats.gov.cn/）、长沙市水利局、长

沙市环保局等，个别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补齐。

三、结果与分析

（一）评价指标权重分析

根据上述计算方法，求得长沙市旅游经济与生

态环境各评价指标权重（结果见表 3）。由表 3 分

析可知，在旅游经济系统中，从各子系统来看，

旅游经济规模（A2）对其综合发展水平影响较大，

权重达 0.408；就各指标来看，星级饭店客房总数

（A11）、旅行社数（A12）和旅游总收入占 GDP 比

例（A26）等指标影响较大，权重均超过 0.070，
而公共厕所数（A13）、旅客周转量（A14）和人均

GDP 增长率（A35）等指标的影响相对较小，权重

分别为 0.054、0.051、0.054。在生态环境系统中，

从各子系统来看，生态环境响应系统（B3）对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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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水平影响较大，权重达 0.478；从各指标权重

看，城市园林绿地面积（B11）、一般工业废弃物

综合利用率（B31）的影响较大，权重均不低于0.090，
而空气质量优良率（B14）、工业粉尘排放总量（B23）

和城市污水处理率（B33）等指标的影响相对较小，

均不超过 0.050。
（二）综合发展水平分析

1. 旅游经济综合发展水平

表 4 为长沙市旅游经济系统及生态环境系统综

合发展水平指数。由表 4 可知，2010—2019 年，

长沙市旅游经济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波动

上升趋势，2020 年开始呈断崖式下降。具体可分

为三个阶段：（1）低水平高速发展期（2010—

2012 年）。此阶段旅游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相对较

低，但是增速较快，旅游发展基础不断稳固，发

展规模和效益均呈迅速上升态势，且具有较强的

发展潜力。（2）平稳发展期（2013—2019 年）。

在此期间，旅游经济发展基础呈波动态势且略有

下降，旅游经济发展效益先迅速上升后缓慢下降，

说明旅游业的增长放缓，但其经济效益稳步提高，

综合指数在 2019 年达到最高值 0.746，表明长沙

市旅游业转型升级、内涵式发展取得一定成效。（3）
新冠疫情冲击期（2020—2022 年）。2020 年以来，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游客流动性下降，旅游经济

的各项指标呈断崖式下降，旅游业遭受严重冲击。

尽管相关行业部门采取了一定的恢复措施，例如

表 2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分类体系及判别标准

层次 D 值 类型 K1 与 K2 关系 类型划分

失调衰退类

（不可接受区）

0.00~0.09 极度失调衰退类

K2>K1

K2=K1

K2<K1

极度失调衰退类经济损益型

极度失调衰退类环境经济同步型

极度失调衰退类环境损益型

0.10~0.19 严重失调衰退类

K2>K1

K2=K1

K2<K1

严重失调衰退类经济损益型

严重失调衰退类环境经济同步型

严重失调衰退类环境损益型

0.20~0.29 中度失调衰退类

K2>K1

K2=K1

K2<K1

中度失调衰退类经济损益型

中度失调衰退类环境经济同步型

中度失调衰退类环境损益型

0.30~0.39 轻度失调衰退类

K2>K1

K2=K1

K2<K1

轻度失调衰退类经济损益型

轻度失调衰退类环境经济同步型

轻度失调衰退类环境损益型

过度类

（过度区）

0.40~0.49 濒临失调衰退类

K2>K1

K2=K1

K2<K1

濒临失调衰退类经济损益型

濒临失调衰退类环境经济同步型

濒临失调衰退类环境损益型

0.50~0.59 勉强协调发展类

K2>K1

K2=K1

K2<K1

勉强协调发展类经济滞后型

勉强协调发展类环境经济同步型

勉强协调发展类环境滞后型

协调发展类

（可接受区）

0.60~0.69 初级协调发展类

K2>K1

K2=K1

K2<K1

初级协调发展类经济滞后型

初级协调发展类环境经济同步型

初级协调发展类环境滞后型

0.70~0.79 中级协调发展类

K2>K1

K2=K1

K2<K1

中级协调发展类经济滞后型

中级协调发展类环境经济同步型

中级协调发展类环境滞后型

0.80~0.89 良好协调发展类

K2>K1

K2=K1

K2<K1

良好协调发展类经济滞后型

良好协调发展类环境经济同步型

良好协调发展类环境滞后型

0.90~1.00 优质协调发展类

K2>K1

K2=K1

K2<K1

优质协调发展类经济滞后型

优质协调发展类环境经济同步型

优质协调发展类环境滞后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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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免费景区、给予门票优惠、推出特价套餐等，

但旅游消费意愿与投资水平依然不强，旅游经济

效益仍然处于低谷水平。

2. 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

由表 4 可知，2010—2022 年，长沙市生态环

境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波动上升态势。大

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曲折上升期（2010—
2015 年），此阶段综合发展水平较低，其指数均

在 0.5 以下，且整体上升速度较慢且不稳定，可能

是因为旅游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以损害生态环

境质量为代价的问题。（2）快速上升期（2016—
2019 年）。此阶段虽面临的发展压力增大，但环

境治理力度加大，节能降耗取得新进展，生态环

境响应水平提升明显，从而带动综合发展水平不

断提升（指数均在 0.5 以上），2019 年达最高值

0.671。（3）略有下降期（2020—2022 年）。新

冠疫情期间，医疗废物的产生量急剧增加，环境

污染面临的压力增大，加之工业废弃物产生量增

加，虽治理力度在加大，但面临的压力依然较大，

尤其 2020 年发展水平指数下降明显，2021 年以来

虽有所上升，但幅度有限，整体水平较 2019 年仍

有差距。

3.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发展水平

总体而言，2010—2019 年，长沙市生态环境

综合发展水平落后于旅游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这

表明长沙市旅游经济对生态环境建设具有一定的

胁迫作用，其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着以损害生

态环境质量为代价的问题。2020—2022 年，长沙

市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指数高于旅游经济综合

发展水平指数，表现为旅游经济发展滞后、生态

环境建设超前；这一时期，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旅游业发展受到较大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

生态环境的自我修复。

排除新冠疫情的影响，运用 SPSS 21.0 软件对

2010—2019 年长沙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两大系

统的综合发展水平进行 Pearson 相关性检验及相关

系数计算，得到二者在 0.01 的置信度下相关系数

为 0.725，表明长沙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两大系

统在耦合协调发展过程中具有正向关联性。

（三）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1. 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

依据前述方法，可得长沙市旅游经济和生态

环境的耦合协调格局（见表 5）。由表 5 可知，

2010—2022 年，长沙市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的耦

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整体较高，耦合度都在 0.9 以上，

个别年份甚至达到 1，耦合协调度均在 0.5 以上，

最高达 0.841，这说明长沙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的

耦合协调发展状况总体较好，二者始终处于互相

依赖和制约的状态。具体而言，2010—2019 年，

长沙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总体呈波

动上升趋势，由 2010 年的 0.541 上升到 2019 年的

0.841，说明长沙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效应

逐渐由弱转强；其经历了“勉强协调（2010 年）→

初级协调（2011 年）→中级协调（2012 年）→初

表 3 长沙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权重

旅游经济子系统 生态环境子系统

Ⅰ级指标 权重 Ⅱ级指标 权重 Ⅰ级指标 权重 Ⅱ级指标 权重

A1 0.291

A11 0.096

B1 0.288

B11 0.090

A12 0.090 B12 0.071

A13 0.054 B13 0.080

A14 0.051 B14 0.047

A2 0.408

A21 0.066

B2 0.234

B21 0.049

A22 0.069 B22 0.058

A23 0.065 B23 0.042

A24 0.067 B24 0.085

A25 0.064

B3 0.478

B31 0.104

A26 0.077 B32 0.064

A3 0.301

A31 0.063 B33 0.045

A32 0.069 B34 0.058

A33 0.055 B35 0.058

A34 0.060 B36 0.075

A35 0.054

表 4 长沙市旅游经济及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指数

年份 K1 A1 A2 A3 K2 B1 B2 B3

2010 0.436 0.413 0.322 0.614 0.197 0.162 0.442 0.098

2011 0.505 0.498 0.392 0.664 0.370 0.201 0.501 0.408

2012 0.617 0.672 0.472 0.759 0.397 0.223 0.622 0.393

2013 0.679 0.692 0.636 0.724 0.325 0.185 0.547 0.301

2014 0.632 0.455 0.728 0.672 0.445 0.400 0.538 0.427

2015 0.657 0.488 0.769 0.669 0.411 0.414 0.487 0.372

2016 0.668 0.452 0.827 0.661 0.503 0.459 0.651 0.457

2017 0.720 0.474 0.893 0.724 0.641 0.534 0.905 0.577

2018 0.642 0.387 0.818 0.650 0.643 0.567 0.760 0.631

2019 0.746 0.512 0.882 0.788 0.671 0.583 0.404 0.855

2020 0.395 0.552 0.389 0.253 0.595 0.642 0.508 0.609

2021 0.315 0.567 0.206 0.219 0.601 0.744 0.468 0.581

2022 0.365 0.574 0.195 0.394 0.665 0.975 0.548 0.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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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协调（2013 年）→中级协调（2014—2016 年）→

良好协调（2017—2019年）”的演化轨迹。在此期间，

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整体上滞后于旅游经济，

说明随着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的提升，两者间

的协调效应有向最优状态迈进的趋势，且生态环

境综合发展水平随着旅游经济的增长而提升，体

现了长沙市旅游经济对生态环境建设的促进作用。

2020—2022 年新冠疫情期间，旅游经济与生态环

境耦合协调度呈现先下降、2022 年开始缓慢回升

的趋势，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状况先退回到“初

级协调”等级再上升至“中级协调”等级，表明

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协调性在减弱。在此期间，

旅游经济综合发展滞后于生态环境系统，说明新

冠疫情对旅游经济造成的冲击较大，旅游经济综

合发展水平出现断崖式下降，而生态环境可能因

为旅游活动和社会经济活动的减少而受到较小影

响甚至得到改善，从而造成旅游经济子系统和生

态环境子系统之间的综合发展水平差距拉大，两

者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下降趋势，这也从反面体现

了生态环境对旅游经济的承载与制约作用。但随

着地方和相关部门采取相应措施，2022 年这一现

象得到逐步缓解和改善。

表 5 长沙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格局

年份 耦合度 C 耦合协调度 D 协调度等级 K1 K2 K 比较 类型划分

2010 0.925 0.541 勉强协调发展 0.436 0.197 K1>K2 勉强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

2011 0.988 0.657 初级协调发展 0.505 0.370 K1>K2 初级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

2012 0.976 0.704 中级协调发展 0.617 0.397 K1>K2 中级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

2013 0.936 0.685 初级协调发展 0.679 0.325 K1>K2 初级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

2014 0.985 0.728 中级协调发展 0.632 0.445 K1>K2 中级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

2015 0.973 0.721 中级协调发展 0.657 0.411 K1>K2 中级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

2016 0.990 0.761 中级协调发展 0.668 0.503 K1>K2 中级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

2017 0.998 0.824 良好协调发展 0.720 0.641 K1>K2 良好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

2018 1.000 0.801 良好协调发展 0.642 0.643 K1<K2 良好协调发展类旅游经济滞后型

2019 0.999 0.841 良好协调发展 0.746 0.671 K1>K2 良好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

2020 0.979 0.696 初级协调发展 0.395 0.595 K1<K2 初级协调发展类旅游经济滞后型

2021 0.950 0.660 初级协调发展 0.315 0.601 K1<K2 初级协调发展类旅游经济滞后型

2022 0.957 0.702 中级协调发展 0.365 0.665 K1<K2 中级协调发展类旅游经济滞后型

2. 耦合协调发展阶段

根据上述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

与耦合协调度分析，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类型可

以依次划分为勉强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

（2010年）→初级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2011
年）→中级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2012 年）→

初级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2013 年）→中级

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2014—2016 年）→良

好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2017 年）→良好

协调发展类旅游经济滞后型（2018 年）→良好协

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2019 年）→初级协调

发展类旅游经济滞后型（2020—2021 年）→中级

协调发展类旅游经济滞后型（2022 年）。这说明

在正常的大环境下，二者之间长期存在着良好的

交互关系，保持着同步推进规律，但由于生态环

境发展仍存在一些约束，对旅游经济的提质增效

产生制约作用，以致二者耦合协调度发展速度较

为缓慢，没有达到最优协调的发展状态，具体可

分为三个阶段：

（1）快速上升期（2010—2012 年），两子

系统从“勉强协调”发展到“中级协调”阶段。

2010 年长沙市政府提出“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增

加旅游消费”，2012 年出台了《关于加快现代旅

游业发展建设旅游强市的决定》，旅游成为全市

发展的战略性支柱产业，产业发展初见成效。与

此同时，湖南省政府正式批准了《长沙市资源节

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实

施方案》，给予长沙市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税收优惠、

财政补贴和人才支持，生态环境建设在这一阶段

也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一阶段，长沙市旅游经济

与生态环境并驾齐驱，耦合协调度得到快速提升。

（2）波动上升期（2013—2019 年），两子系

统从“初级协调”波动发展到“良好协调”阶段。

这一阶段，长沙市出台了《长沙市旅游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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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14—2016）》《长沙

市“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

全面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夯实了长沙市

全省旅游中心地位。同时，随着旅游法的实施，

旅游市场发生新变化，参团游客下降，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旅游收入、旅游人次、人均 GDP 的增长，

旅游经济水平波动提升。中共十八大后，生态文

明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各地区、各部门纷纷采

取措施，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力度逐步加大，生

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上升，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发

展趋势良好，但增长速度总体较为缓慢。

（3）疫情衰退期（2020—2022 年），两子系

统从 2019 年的“良好协调”衰退到“初级协调”“中

级协调”阶段。疫情初期，为了防止新冠疫情的

传播，国家和地方实施了严格的防控措施，游客

流量下降，旅游需求降低，旅游业遭受较大打击，

但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自我修复力，其受疫情影

响相对较小，下降不明显，从而导致旅游经济子

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之间的综合发展水平差距

拉大，耦合协调度呈现下降趋势。疫情后期，国

家和地方采取了一系列恢复措施，例如发放文旅

消费券、举办 2022 年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长沙香

山旅游峰会、打造 12 条乡村旅游精品路线等，一

定程度上促进了旅游经济的恢复；同时，随着环

保力度的加大，生态环境指数也呈逐步回升态势，

两大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差距变小，耦合协调

度呈缓慢回升态势。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长沙市为研究案例地，运用熵权法和耦

合协调模型对其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

关系展开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1）从长沙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各子系统

的指标权重分析可知，旅游经济规模和生态环境

响应是长沙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评价体系中的

两个核心因素，而星级饭店的客房总数、旅行社数、

旅游总收入占 GDP 比例等指标对旅游经济的影响

较大，城市园林绿地面积、一般工业废弃物综合

利用率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较大。

（2）长沙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经历

了由“生态环境建设滞后、旅游经济发展超前型”

到“旅游经济发展滞后、生态环境建设超前型”

的转变。旅游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呈现先上升

后下降的趋势，波动较大；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指

数总体呈上升趋势，略有波动。这说明研究期间，

长沙市生态环境建设颇有成效，旅游业则因疫情

冲击，发展较不稳定。

（3）长沙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

的起点高，但是发展速度较为缓慢，总体上呈现先上

升后下降的趋势，经历了“勉强协调（2010 年）→

初级协调（2011 年）→中级协调（2012 年）→初

级协调（2013 年）→中级协调（2014—2016 年）→

良好协调（2017—2019 年）→初级协调（2020—
2021 年）→中级协调（2022 年）”的发展阶段。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长沙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

境的耦合协调可重点做好如下工作：一是优化旅

游产业结构，积极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旅游

产品和服务，开发旅游 + 农业、旅游 + 文化等新

型业态，打造生态体验农业园区、旅游循环经济

园区、生态型旅游村寨、环境友好型旅游小镇等

新型旅游区，集成运用 AR、VR 等现代信息技术，

为游客提供沉浸式体验等，提升旅游产业可持续

发展能力、结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二是加强环

境监测与保护，加大对“三线一单”（指以生态

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为基础，

编制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

执行情况的监管，严格遵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

范围，实时监控红线区域的生态状况；强化旅游

项目和活动的环境污染防控管理，确保所有项目

和活动不会导致环境质量下降；科学评估水资源、

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等的承载能力，避免过度开发；

科学制定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明确禁止和限制的

产业、项目类型。三是完善旅游生态补偿机制，

设立专项基金，用于补偿因旅游活动受损的生态

环境区域，以及奖励在生态保护方面作出贡献的

个人或企业，引导社会协同推进生态保护和旅游

发展。

鉴于地方性指标获取较为困难，本研究对象

仅针对长沙市范围，未进一步对各区县进行分析，

未来将进一步研究耦合协调度空间演变轨迹。另

外，受资料数据限制，指标体系的健全完善、微

观变量如居民意愿、政府政策等相关指标的量化，

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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